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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
政策清单的网络化治理

◇陈浩天

教育扶贫政策清单工具不仅体现在数字化信息

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而且也被视为一种网络化技

术赋权过程。教育扶贫的技术赋权是指通过政策清

单技术配置扶贫资源，借助网络化平台再造教育扶

贫的治理流程，提升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执行

效率。在此，教育政策清单特指教育扶贫“建档立

卡”过程中的具体技术工具，如扶贫云、表格、指标

等；同时，扶贫清单也包括扶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体

系，如对口帮扶、数据动态管理政策等。

从目前教育扶贫效果来看，扶贫政策清单技术

的实践重点关照了贫困对象的碎片化和个性化需

求。在扶贫信息的技术更新和组织参与等层面，清

单呈现出教育扶贫治理的程序性和公共性定位。作

为教育扶贫的技术嵌入方式，清单不仅是实现全面

脱贫工具的择优选择，更是体现教育扶贫精准治理

的关键维度。

在理性官僚制为基础的科层制扶贫动员中，一

系列教育政策构成了扶贫清单体系的集合。教育扶

贫政策实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

清单技术纵向执行机制。多层级的政策执行主体，

使得教育扶贫信息经过层级传递才能达到县域扶贫

机构。在教育扶贫政策纵向运作框架下，县域政府

利用扶贫教育政策清单技术，搜集整理扶贫开发项

目的内容。根据教育政策清单的内容对贫困村、贫

困户的教育贫困进行评估，对“脱贫摘帽”的攻坚任

务进行认定核准，签订“军令状”式的压力型考核和

扶贫资源“指标化”的竞逐共同造成了政策清单科层

执行的绩效偏差。

一、信任与合作：教育扶贫清单技术赋权网络化

治理的前提

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赋权的网络化治理是对

既有扶贫体系“碎片化”的有效规制，其是对传统科

层僵化扶贫模式的修正和补充。网络化治理的实质

是一种基于信任纽带的合作框架。

其一，理解和信任是开展扶贫政策清单技术执

行的基础。信任可以拓展教育扶贫单位之间合作的

机会，信任机制是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非规制性制

度安排。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执行的科层治理结

构是以“权威”为基础的扶贫资源传递，市场治理结

构中是以“价格”为交易形式的多元主体的价值交

换，而网络化治理主张教育资源的共享，它是以信任

为纽带进行教育扶贫清单的技术治理。

第二，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与合作为教

育扶贫政策清单赋权引入网络化治理提供了契机。

信任与合作不但强化了教育扶贫主体的激励机制，

而且对政策清单技术执行绩效的测量实施了有效约

束。教育扶贫政策清单赋权的网络化治理，亟待将

关注点从对官僚机构的控制转移到赋能技巧，立足

于教育扶贫对象的公共性需求，通过政府、社会组织

与公民的三方激励，促进教育脱贫目标的达成。

二、清单制赋权：教育扶贫政策执行的网络化治

理平台

教育扶贫清单作为一种规制性的技术治理工

具，是教育政策清单执行和扶贫信息传递的赋权平

台。借用数字化清单技术的共享信息，有效压缩了

扶贫组织间的摩擦成本。这是因为，共享裁量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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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标志，它能够增强政府在教育扶贫参与中的

公共责任及扶贫任务执行的灵活性。

从清单制治理的主体来看，省扶贫办作为数字

化信息的宏观行动者，负责整个教育扶贫政策清单

内容的宏观规划。县域各级扶贫部门和诸帮扶单位

既接受国家教育扶贫部门的委托，又直接面向农村

贫困群体。乡村干部作为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实

施的最末端，开展扶贫数字化政策清单的执行。

其一，利用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衔接脱贫资

源的多元供给主体。通过减贫“大数据”清单技术，

形成扶贫治理结构上的网络化，全方位引导扶贫资

源在教育实践中的配置效率。扶贫政策清单承载的

信息须在合作网络中实现。

其二，清单技术为教育扶贫的网络化赋权提供

合作平台。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网络化赋权须从组

织架构、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三个层面搭建信息管理

与合作平台。具体而言，教育扶贫绩效考核的网络

化治理首选要建构清单信息预测模型和信息合作机

制，尽可能规避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执行偏差的

多重隐性假设。

其三，将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供给环节链条

化。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执行贯穿于资源匹配到

精准脱贫的全过程。以教育扶贫政策清单为原点，

扶贫绩效考核的共享治理从政策整合和互动两个维

度来实现。在政策执行坐标上，教育扶贫信息的共

享过程主要包括管理平台、资源供给与绩效考核。

而政策坐标主要围绕教育政策清单技术平台的行动

互补、资源供给的整体优化、扶贫资源的供需匹配开

展工作。根据两个维度上不同层级的坐标，教育扶

贫政策整合由“协作-协同-合作”的体系构成，共享

方式的深化进一步提升了清单技术执行的网络化治

理水平。

三、迈向合作：厘定教育政策清单赋权的网络化

治理责任

作为提升教育扶贫清单技术执行的脱贫工具，

网络化治理厘清了教育扶贫资源“所有者”、“生产

者”和“评价者”的责任分配。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

术的网络化治理渗透了扶贫资源配置的多极化和扶

贫权力运用的多向性。而教育扶贫的政策清单技术

强调扶贫主体与扶贫对象的整合性，它打破了绩效

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不可僭越”的割裂关系，同时

推动教育扶贫主体与其它治理单元的有效合作。

具体而言，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网络化赋

权反映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实现机制三者的通力

合作。在传统科层制教育扶贫治理结构中，处于金

字塔底部的贫困农户，必须逐级反馈自己的脱贫诉

求。而网络化赋权的结构中，处于“清单节点”范围

内的贫困农户则可直接向网络节点提交自己的需

求。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教育扶贫治理流程逐渐演变

为“上下”和“左右”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化结构，这种

弹性结构性地极大提升了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

执行绩效。

教育政策清单技术作为农户智力脱贫的治理工

具，是衡量教育扶贫有效性的基本标尺。科层制治

理与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深度融合，改变了政

府权力运作形态和治理流程，使得地方政府治理呈

现出网络化运行的新特点。而由数字化的“网络”和

“政策清单”结合而成的技术赋权过程并非传统时期

教育扶贫“碎片化”体系拼凑的一副政治图景。当

前，中国教育扶贫治理绩效框架仍是等级制的单一扶

贫模式和扁平分散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的混合，即所谓

“等级制庇荫下”的网络化。从各地教育扶贫实践可

以看出，网络化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教育扶

贫清单技术执行的既有绩效。但是，教育扶贫清单技

术赋权的网络化治理还远不能取代官僚制权威，政府

仍需要保留教育扶贫清单技术决策制定的根本权

力。在后扶贫时代，国家依然要恪守“脱贫不脱政

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责任”的政策要求，继续

发挥清单制脱贫的治理优势。毋庸置疑，教育扶贫

政策清单技术的执行必须逐渐消解科层治理带来的

扶贫悖论，不断激活教育体制的内在动力，打破教育

扶贫主体间的职能边界，才能实现教育扶贫政策清

单“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络化赋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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